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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与要素资本化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张车伟 程杰 

 

内容提要：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观察会发现，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中国

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降低，而中国的收入

差距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无法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难以

缩小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仅仅是收入差距过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

分配不公，其来源主要是要素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没有被合理分享，部分人群过度占有公有

资产收益损害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在优先

消除分配不公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逐渐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形成既公平又合理的

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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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apitaliza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Where is the ke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roblems in China? 

Zhang Juwei & Cheng Jie 

Abstract: To observe China’s proble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en it is measured by first distribution (market distribu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at the inequal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reduced 

greatly while China’s inequality remains almost the same after redistribution. So,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at the problem of high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s mainly contribu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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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ffectiveness of redistribution measure.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can’t be explained only by the increasing income difference itself, the problems are more rooted in 

the unfair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capitalization of land, natural 

resources, enterprises or even public goods such as express high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priority is to swipe out the unfairness of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 

income inequality by more sophisticated redistribution measures.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ization of factors, unfairness of distribution, Gini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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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最近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当前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意

见》的出台必将大大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加快形成公平合理同时有效率的分配体制机

制。然而，正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

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克难攻坚、有序推进”。因此，研究和讨论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并不能因为出台了《意见》

而停止；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对于问题

的实质及其“症结”，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应该不断深化认识，深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凝

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也才能顺利推进关乎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从微观层次看，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严重；从宏

观层次看，表现为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

重低；从分配规则看，表现为分配秩序混乱，私设小金库、乱发奖金、同工不同酬等现象严

重。收入分配在不同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症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叠加，这

决定了收入分配问题在我国具有了异常复杂的属性。只有清楚地认识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

属性和特征，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首先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国

际视野下进行观察，看一看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何不同？呈现怎样的特

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难以缩小？剖析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

在哪里？其本质是什么？文章最后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何不同？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收入差距往往都会呈现扩大趋势，有些国

家会在收入差距达到顶点后出现下降趋势，而有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则长期维持在高水平。美

国的收入差距在 1920 年代达到最高，基尼系数超过 0.5，之后开始下降；英国的基尼系数在

1867 年达到 0.54-0.55 的高峰后也出现了下降，日本的基尼系数在 1937 年达到 0.57，之后

尤其是二战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并逐渐成为收入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Atkinson & 

Bourguignon, 2000）。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大致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 

（一）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国的收入差距 

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小，基尼系数一般稳定在 0.3 左右，其中，美国最高，

为 0.38；北欧国家最低，都在 0.3 以下；其他国家如日本 0.32，韩国 0.31，法国 0.28，德国

0.3，英国 0.34，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0.31（见表 1）。而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稳

定在 0.3-0.4 之间，例如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一般为

0.33 左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往往是那些经济增长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例如，经济增长

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基尼系数都在 0.4 以上，巴西是世界上收入差

距最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接近 0.6，南非情况与巴西类似。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过

程中，人均收入已经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处于比较大的状态。 

不过，对于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目前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事实上，过去

很长一段时期内，判断中国收入差距现状不得不依靠学术界不同团队的研究结果，这也在相

当程度上引起了对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的争论。由于所依据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不

同，不同研究团队的结果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

题继续恶化（赵人伟，2007；陈光金，2010；李实、罗楚亮，2011；Knight，2011 等）。但

也有看法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趋于稳定甚至出现收敛的迹象（蔡昉、都阳，2011；

Richard, 2011；高文书等，2011；赖德胜、陈建伟，2012 等）。在时隔多年之后，国家统计

局从 2013 年起又开始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这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

较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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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①，2003 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0.479，2004 年 0.473，

2005 年 0.485，2006 年 0.487，2007 年 0.484，2008 年 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 年 0.490，

2010 年 0.481，2011 年 0.477，2012 年 0.474。虽然国家统计局重新公布了基尼系数，但这

一数据和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以及社会大众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说，中国目前收入差距

到底有多大仍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无论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从老百姓的

切身体会来看，中国当前存在着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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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的基尼系数变化：1978-2012 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00 和 2003-2012 年全国基尼系数；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数据估算过部分年份的基尼系数，由 Ravallion and Chen(2007)完成；CHIP 是以国家统计局样本框为基础的

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李实（2011）和 Gustafsson(2007)估算了调查年份的基尼系数；不少学者利用全国

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估算全国基尼系数，这里以陈宗胜等（2012）和周云波（2010）的估算结果为参考，

程永宏（2007）、许冰、章上峰（2010）、胡志军等（2011）等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估算，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缩小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

一定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完善与之相适应。例如，美国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主要得益于在 1930

年代开始实施的罗斯福新政，这一新政极大地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提高了他们的

收入水平。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差距缩小既得益于土地制度改革、财阀解体以及禁止

垄断的政策，也得益于工会力量的加强和劳动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总体来看，发达国家

所以能够实现收入差距缩小和其普遍建立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

增强劳动者的话语权密切相关。离开了这些条件，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是否会缩小恐怕仍然

是个未知数。 

发达国家再分配手段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可以从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基尼系数的

差异得以说明。就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一点也不小。例如，初次

分配后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9，英国为 0.46，德国为 0.50，日本则为 0.46。一般来说，初

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主要反映市场力量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市场基尼系数，上述

结果意味着，即使在发达国家，市场本身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都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而且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然而，再分配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都大大缩小，比如，再分配后，美国基尼系数从 0.49 下降为 0.38，日本从 0.46 下降到 0.33，

德国从 0.50 下降到 0.3，法国从 0.48 下降到 0.29，英国从 0.46 下降到 0.35，OECD 国家平

均从 0.46 下降到 0.31（见表 1）。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过再分配的调节，基尼系数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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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尼点以上。表 1 总结了 OECD 国家近年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表 1：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基尼系数变化 

  初次分配基尼

系数 

再分配后基尼

系数 

变化基点 变化百分点

（%） 

澳大利亚 0.47  0.34  0.13  -28.2  

奥地利 0.47  0.26  0.21  -44.7  

比利时 0.47  0.26  0.21  -44.8  

加拿大 0.44  0.32  0.12  -26.5  

智利 0.53  0.49  0.03  -6.1  

捷克 0.44  0.26  0.19  -42.3  

丹麦 0.42  0.25  0.17  -40.4  

爱沙尼亚 0.46  0.32  0.14  -31.2  

芬兰 0.47  0.26  0.21  -44.3  

法国 0.48  0.29  0.19  -39.3  

德国 0.50  0.30  0.21  -41.5  

希腊 0.44  0.31  0.13  -29.6  

匈牙利 0.47  0.27  0.19  -41.6  

冰岛 0.38  0.30  0.08  -21.2  

以色列 0.50  0.37  0.13  -25.5  

意大利 0.53  0.34  0.20  -36.9  

日本 0.46  0.33  0.13  -28.8  

韩国 0.34  0.32  0.03  -8.4  

卢森堡 0.48  0.29  0.19  -40.2  

墨西哥 0.49  0.48  0.02  -3.6  

荷兰 0.43  0.29  0.13  -31.0  

新西兰 0.46  0.33  0.13  -27.5  

挪威 0.41  0.25  0.16  -39.0  

波兰 0.47  0.31  0.17  -35.1  

葡萄牙 0.52  0.35  0.17  -32.2  

斯洛伐克 0.42  0.26  0.16  -38.2  

斯洛文利亚 0.42  0.24  0.19  -44.2  

西班牙 0.46  0.32  0.14  -31.2  

瑞典 0.43  0.26  0.17  -39.2  

瑞士 0.41  0.30  0.11  -25.9  

土耳其 0.47  0.41  0.06  -13.0  

英国 0.46  0.35  0.11  -24.3  

美国 0.49  0.38  0.11  -22.2  

OECD 0.46  0.31  0.14  -31.3  

数据来源：根据 OECD 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数据年份为最近年份，主要在 2008-2010 年。 

 

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缺乏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机制，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

收入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结果，再分配后，两类国家却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基本上

都实现了相对均等化的收入分配，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仍然维持初次分配后的高水平。由

http://stats.oecd.org/OECDStat_Metadata/ShowMetadata.ashx?Dataset=INEQUALITY&Coords=%5bCOU%5d.%5bDEU%5d&ShowOnWeb=true&Lang=en
http://stats.oecd.org/OECDStat_Metadata/ShowMetadata.ashx?Dataset=INEQUALITY&Coords=%5bCOU%5d.%5bISR%5d&ShowOnWeb=true&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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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反映了没有太多干预的市场力量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

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则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再分配政策调整后的结果。能否通过再分配手段把

收入差距调整到合理的限度因此是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收入差距为什么难以缩小？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的也主要是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因为中

国的再分配制度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

作用。有研究指出，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可

能在 0.48-0.49 左右，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李实、罗楚亮，2011）。从

再分配后的情况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见图 2），不仅高于发达

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仅次于南非、巴西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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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中国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2 年数据；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于 OECD 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年份为可获得的最近年份，主要在 2006-2010 年。 

 

由此可见，中国较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有着市场国家一般的规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收

入差距难以缩小的关键原因主要是再分配手段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具体来看，作为再

分配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公共财政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支出的角度来看，都缺乏调整收入差

距的功能。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中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李卓，

2009），例如，具有较强再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 7%，纳税人数占

工薪劳动者的比例不足 20%。而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

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因此，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与税收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具有密切关系。而发达

国家的税收很多都以直接税为主，美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其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这就

保证了收入差距从收入环节就被大幅度调整，税收制度起到了“削峰”的作用，而中国的税

收制度几乎没有这种作用。 

从支出的角度来看，中国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较低，再分配功能较弱。在中国

的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

受到的保护程度更低。目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虽然很大，但转移支付多为项目

支出，缺乏调整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一般来看，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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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例通常超过 50%，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支出上。例如，

美国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为 32%，其中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 GDP 的比重为 8%，

日本的这一比例为 12%，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 10%以上，平均为 15%。中国直接用

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 GDP 比重不足 1%，公共财政支出没有在调整收入分配中

起到“填谷”的作用。 

另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制度设计忽视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没有起到缩小

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在现有制度中，城镇职工各项社

会保险制度缺乏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由于缴费率过高，城镇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难以扩大

覆盖面，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至今仍有近一半劳动者没有被覆盖。总体来看，正规就业者得

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

调节所用，甚至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逆向调节倾向（何立新、佐藤宏，2008）。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和其他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并

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再分配调整后，有效地遏制了收入差距扩大并把差距调

整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再分配手段的调节作用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且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 

虽然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但客观地来看，当前的收入差距程

度既没有超过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水平，也没有超过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即使

和当前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相比，也基本上相差无几。这样说并不是为中国收入

分配存在的问题开脱或者寻找借口，而只想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其实并

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只不过展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特点和规律而已。但是，为什么我

国收入分配问题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满呢？这恐怕并不能仅从收入差距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分配不公与要素资本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收入差距应该说是正常现象。同时，一个社会到底能够忍受多大

程度的收入差距也没有确定的标准。有的国家对收入差距忍受程度高一些，而有的国家则相

对低一些。例如，美国有着发达国家最高的收入差距，但美国人对收入差距的抱怨却并不比

其他西方国家更多。一般来说，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机制下通过比较公平分配方式带来

的结果，那么，它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就会相对小得多。如果收入差距更多地由不公平的分配

方式所导致，那么，即使收入差距并非十分严重，社会不满也会非常强烈。从世界各国曾经

达到的收入差距程度来看，社会对单纯收入差距扩大的容忍程度要远高于收入分配不公平。

政局动荡的北非国家，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密切相关。例如，

埃及的基尼系数在 0.3-0.35，收入差距似乎并不是很大，但就业机会匮乏和财富过度集中造

成的分配不公②，却引发了社会动荡，造成了政权的更迭。 

（一）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是分配不公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这只是

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

的。所谓收入分配不公平，简单说来就是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

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而应该得到财富和收入的群体或者个人却被排

除在外。或者也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公实际上就是不该得到收入的人得到了收入，而该得到

的人却没有得到。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社会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这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而且也是制

造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危险因素。因此，只盯住收入差距问题而不

着重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收入差距即使能够得以缩小，但收入分配问题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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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公平地说，收入分配不公平也是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只不过中国目前

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涉及范围更广、程度更严重、危害更大。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

收入分配不公更有着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

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经济成分都需要参与市场竞争，需要资本

化运作。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当然也不例外。国有资产不仅需要资本化运作，而且其资本化

的过程本身也反映了市场改革的进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却大量产

生：部分群体和个人利用社会转型中制度规则的漏洞，把属于社会和国家的财富以各种隐蔽

的方式据为己有。 

在目前中国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通过不公平分配得到了巨额社会财富者已经形成了一

个巨富或者说豪富阶层，这部分人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不大，但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当大，带来

的社会震荡也比较剧烈。由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使社会上大多数人

产生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即使中高收入的工薪劳动者也常常认为自己属于

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或者弱势群体，这种相对剥夺感甚至比一般的收入不均等、绝对贫困最容

易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Nagel, 1974）。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产生地，是世界

上产生富豪速度最快的国家。当然，富人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中国的问题则在于“豪

富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与分配不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中国“豪富阶层”呈现出行业集中、

财富积累渠道集中的特点。据 2007 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统计，中国

41%左右的财富被 0.1%的“豪富家庭”掌控。豪富群体的财富积累渠道，主要是低价收购

兼并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圈钱和进入房地产、矿产等行业。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资讯联合

调查并发布的《2011 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拥有 1 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

27%已经完成了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长期投资、创业型投资撤离到海外。对于中国的

经济发展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与单纯的收入差距拉大相比，收入分配不公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和更严重的伤

害。一般来说，收入分配不公并不一定总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表面上看收入差距很小，却也是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合理的收

入差距被人为抹平，同样表现为有些人没有得到应有收入，而有些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收入，

其结果，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当然，如果收入分配不公伴随着收入差距扩

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又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的收入分配状态就更加

危险。事实上，中国目前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中，这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在中国当下的经济

社会发展中为什么显得异常迫切的原因。 

（二）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要素资本化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改

革要求公有制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定价，赋予要素资本的属性，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

的分离和转移，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等多种形式进行市场交易和自由流动，从

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和财富再创造。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有制生产资料不能体现为有价

格的“财富”，大量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设施等仅是“死”的财富，不能通过

市场交易再创造新的财富，也没有体现为资本的属性。要素资本化改变了我国拥有大量财富

而缺乏资本的局面，我国也从一个“缺钱”的国家转变为资本充裕的国家。 

当然，要素资本化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

的必然要求。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上百年的资本化过程，形成了成熟的规则，积累

了大量的财富，占领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制高点。中国经济发展也必须经历并参与这一过程。

http://quote.eastmoney.com/SH600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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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初步

实现了要素资本化。我国早期市场化改革虽然实现了各种产品的自由交易，缩短了“财富”

与“钱”之间的距离（陈志武，2009），但大量生产性要素并未形成可以创造新财富的资本，

改革的深化带来的要素资本化将资源要素转化为资本，实现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

高的效率配置资源，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但是，我国的要素资本化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不同，具有特殊性，这决定了我国

的要素资本化过程常常与分配不公相关联。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要素资本化过程主要有

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要素资本化基于私有产权，我国的要素资本

化主要是公有制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要求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经

验可以借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难点。二是成熟市场经济

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资本化过程，形成了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规则，我国的市场机制刚刚建

立不久，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尤其是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要素资本化的困难大、复杂程

度高，要素资本化与市场化改革几乎同步推进，这种“边探索、边推进”的要素资本化无疑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公有资产收益没有被合理分享 

我国要素资本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大量收入分配

不公现象也由此产生，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

公共产品等领域资本化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新增财富，但作为资源要素的所有者，国家和全

体国民并没有公平地享受到资本化带来的收益，大量财富被拥有经营权或实际控制权的少数

人占有。要素资本化的相关领域成为公众不满和社会矛盾的焦点，归纳起来，突出体现在四

大领域。 

一是土地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土地资本化收益被开发商、地方政府及利益集

团过度占有，农民和集体的利益被严重侵蚀。土地资本化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

源，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集体和村民，并不

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以至于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份额。集体土地需要通

过地方政府征用变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交易，这一过程中常常出现非法、不合理征占用土

地现象，甚至出现暴力强拆，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补偿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土地征收

补偿金往往只有每亩 3-5 万元，而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则高达几百万元，严重侵蚀了农民利

益。土地资本化收益分配已经严重不平衡、不公平，有调查研究显示③，集体土地用途转变

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 60%-70%，村经济组织可得 25%-30%，农民只得 5%-10%。这

实际上也是导致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2010 年全国土地成交总价款（国土

资源部口径统计）达到 2.9 万亿元，安徽、陕西、重庆等省（市）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

入超过 40%
④。土地资本化中的分配不公导致了村民和集体利益受损，造就了一批暴富的房

地产老板，刺激了“土地财政”，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公极易激发社会矛盾，造成上访、

自焚、爆炸、冲击地方政府等群体事件频繁出现。 

二是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被部分人过度占有，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矿产资源资

本化收益主要被矿老板占有，形成暴富群体，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很多矿产资源的开

采权授予采取行政划拨、协议定价的方式，而“招拍挂”的市场交易制度仍不完善，低价转

让甚至无偿掠夺、低成本开采、极低的矿产资源使用税、加上地方保护和寻租腐败等问题突

出，导致少数人控制了属于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从而获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相关管理部

门也从中获取灰色收入，严重侵蚀了国有资源所有者权益。2010 年甚至出现山西平鲁价值

数亿元煤矿以一万元转让。矿产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严重偏低，例如，目前煤炭资源税标准

为 0.3-5 元／吨，不到价格的 2%；天然气资源税标准为 7-15 元／千立方米，不到价格的 3%；

石油资源税平均仅为每吨 26 元，也不到价格的 2%。过低的资源使用税导致国家分享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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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收益比例太小，国民享受到的收益更少。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不公，造就了一批暴

富的煤老板、铁老板、铜老板等，根据 2011 年住建部与高盛投资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资

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被成为“中国科威特”的陕西榆林每平方公里坐拥 10 亿财富，小

县城亿万富豪煤老板不下 7000 人，鄂尔多斯资产上千万的人至少有 10 万，2010 年中国内

地 90%的路虎被鄂尔多斯煤老板买走。这些暴富群体的奢华生活与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生活

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社会不满的焦点。 

三是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被企业实际

控制人、相关利益群体和内部职工瓜分，国家和全民没有得到合理分享，反而承担大量补贴。

国有企业改制及资本化大大促进了企业效率，国有资产价值得以显现，实现了从“包袱”向

“财富”的转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分配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相关利益

群体受益，使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人利益受损。国有企业资本化过程被企业高管和内部人控

制，出现侵吞或低价变卖国有资产现象，企业高管巨额年薪与经营绩效没有完全挂钩，企业

内部职工以高工资、高福利享受垄断收益。而且，国有企业同时享受着资源要素、融资贷款

等多方面优惠，大部分企业利润却被少数人分享。2001-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

计获得利润总额为 58462 亿元，但是，仅有很少比例上缴国家，2009 年国有企业利润实际

上缴比例仅约 6%，2010 年更是只有 2.2%，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1）。国家收缴红利也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公共财政基本上没有获得国有资本的收

益，更没有惠及全民。而且，国有企业还享受了资源要素方面的优惠和财政补贴，相当于得

到了全体国民的补贴，2001-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 25787 亿元，占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 64%；少交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租

金约 4977 亿元；2007-2009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 1943 亿元。此外，

部分国有企业大肆涉足房地产行业，2009 年 136 家央企中，70%以上的企业都涉及到房地

产业务，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央企“地王”；部分国有企业利用政策和信贷优势将巨额资金投

入股市、楼市、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等非主营业务中，加剧了资产泡沫，进一步恶化了居

民收入分配。国有企业资本化过程中缺乏完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

少数利益群体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剥夺国家或全体国民的财富，引发了社会公众越来越强烈的

不满。 

四是公共产品资本化造成公众权益受损。部分公共产品资本化使实际控制机构和内部

职工得到超额收益，公众为此需要承担高额费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部分公共产品领域的

资本化运作加快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经济增长瓶颈，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

这一过程中也衍生出诸多分配不公现象，集中体现为公共领域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实际控

制，资本化的超额收益仅在部门内部分配。而且，这些公共领域往往关系到生计和安全，少

数实际控制人拥有较高的谈判筹码，容易与权利部门结合形成垄断势力，导致公共服务的高

收费。部分高速公路成为利益集团把持的“创收机器”，名义上的公路成为实际上的“私路”，

公共产品的属性被改变。2009 年首发集团公路收费高达 32 亿元，而日常养护支出仅 6679.3

万元⑤，上市公司宁沪高速 2010 年收费公路毛利率就高达 74%，四川成渝和五洲发展营业

利润率分别为 66%和 67%
⑥。高速公路的暴利直接结果便是职工收入的超高，而且严重偏离

了职工的人力资本水平。2010 年宁沪高速人均税前收入达到年薪 10.5 万元，拥有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的不到一成，五洲发展的收入更高，人均税前收入 14.5 万元，近八成是一线人员

和后勤人员。公共产品资本化的超额收益本质上就是公众承担的高额费用，被少数实际控制

人占有，这种严重分配不公已经激化了社会矛盾。 

此外，要素资本化过程中还滋生了“权力资本化”。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相关监管制

度仍不完善，国有资源要素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寻租腐败、权钱交易以及机会主

义等行为，如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土地、矿产资源、企业上市、建设规划等审批权进行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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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分食要素资本化收益。要素资本化过程中滋生的“权利资本化”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成为资本化收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而且，更容易引发公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 

（四）分配不公的原因分析：公有资产收益缺乏合理分配机制 

要素资本化收益缺乏合理分配机制导致公有资产收益被私人占有，是分配不公的制度性

根源。总结归纳我国要素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现象，可以看出，分配不公的实质就

是公有收益被私人占有，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是初始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不公。

国有资源要素首次通过市场交易，即资本化过程中实现了一次性收益，没有价格的资产变成

了有价值的资本，从而产生了巨额新增财富，但政府并没有明确如何合理、公平的分配，使

少部分人过多地占有了收益。二是资本化收入流的分配不公。国有资源要素资本化后每年可

以产生新增财富或收入流，但分配权被少数人控制，收益流入部分群体，没有被全体国民分

享，这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大来源。 

在初始资本化环节，收益分配不公导致国有资源要素的市场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减少了

可供国家和全体国民分配的财富。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存在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经营权）转

让两种情况，如集体土地征占用、国有企业改制由私人承包属于所有权的转让，矿产资源、

高速公路等转让主要是经营权，但不管转让的是产权束中哪一部分，初始资本化的一次性收

益都存在私人过多占有公有收益问题。一种情况是无偿直接侵蚀国有资产。在没有所有者授

权处置国有资源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利用职权、不正当关系等非法处置，将国有资产转变

为私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化收益将完全由私人占有，少数人直接获得巨大财富，

损害了国有资源所有者利益。这可以说是对国民财富直接的侵蚀、掠夺，造成最赤裸的分配

不公。另一种情况是以扭曲价格交易国有资产。在不规范市场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监

管严重缺失、要素价格被操纵等，使得国有资源要素被以扭曲的价格完成交易，出现定价过

低、贱买现象，低于市场价格的部分便是寻租空间，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少数利益群体瓜分，

导致国民财富严重受损。 

在资本化收入流的分配环节，实际控制人决定了收益分配权。一直以来国有资源要素的

收益分配流程不明、规则不清，分配制度滞后，使得少数控制人决定了收益分配，导致了收

入分配不公平。第一种情况是分配机制缺失。如矿产资源经营权转让给私人，国家得到的一

次性转让收益很少，资本化的收入流仅以很低的矿产资源使用税的形式上缴国家，由于缺乏

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巨额利润几乎完全被经营者占有。第二种情况是分配机制不合理、不

完善。尽管有相关收益分配制度要求国有企业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但是根据目前的制度安

排，国家拿到的上缴利润比例太低，大部分利润仍然在国有企业内部分流；集体土地增值收

益的分配机制也不合理，村集体和村民分配比重过低。第三种情况是分配机制操作不透明、

不规范。如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领域通过不正当、违规操作转移利润，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转移到其他非主营业务，导致可供分配的收益大幅下降，甚至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将实际

利润截留在企业内部，被少数人瓜分。 

因此，针对我国要素资本化过程中两个环节的收入分配不公，要避免私人过度占有公有

收益，首先必须明确产权，加强国有资源的控制，避免少数人或利益集团占有实际控制权，

其次还必须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保证公有收益能够被全体国民公平分享。 

 

三、 如何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我国目前不仅面临着收入差距过大的

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则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

的，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分配不公。因此，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该把消除

收入分配不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对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

基础上，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再分配制度予以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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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先消除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满的根

源。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不是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市场机制建设问题，而是利益格局调整

和制度法规建设和执行问题，它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自动得以解决。不消除收入分配

中的不公平现象，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国有经济或者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的收益没有被全体国

民合理分享，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置国有资产及其收益问题就成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

题的关键所在。对此，很多人提出，要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须不断减弱国有经济的重要性，

国有经济要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甚至还有人提出更加极端的办法如实施国有经济私有化的

主张等。这些看法固然是着眼于治疗社会的“疾病”，但开出的药方则是错误的。 

作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成分不仅不应该被削弱，而

且应该进一步加强。事实上，正是近些年公有制经济不断弱化或者说国有资本不断流失，才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距加剧。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虽然从功

能上来看公有制经济仍然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从构成上来看国有经济成分比重不断

下降，国有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局面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时，国有

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 99%，非公有制经济占 1%。到

2000 年，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拥有的资本

已经超过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之和还要大。有关研究表明，在 2000 年我

国 28.7 万亿的资本总额中，国家占 34%，集体占 12%，居民个人占 43%，港澳台及外资占

11%（樊纲、姚枝仲，2002）。近些年，经济结构的“国退民进”趋势进一步加快，公有制

经济成分的比重进一步下降。2008 年全国资本性资产共 144.078 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占

10.50%，集体资本占 2.76%，个人资本占 79.92%，外商资本占 6.82%（李济广，2011）。资

本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使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相应改变。随着私人资本在国民财富中比例

的增加，其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由于私人资本的占有具有极度不均

衡性，其增加必然会带来个体间收入出现更大差异。因此，国有经济进一步弱化所带来的“国

退民进”不仅会带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背道而驰，更

会加剧社会矛盾。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正确途径并非必须削弱国有经济的地位，相反，

在国有经济地位不被削弱的情况下，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实现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公平分

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从操作上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当前，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是收入分配不公

的主要来源，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须堵住这些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漏洞，为此，迫切需要在如

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和规则：一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改革集体土地征占用制

度、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额，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二是要建立更加严格

的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尽快开征资源税，提高矿产资源使用税标准，建立矿产资源企业的利

润分成制度；三是需要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监管，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国

有企业收益应该尽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对于关系到生计、安全的公共事业、自然垄断和战

略性资源行业应该谨慎上市；四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营，对于已经收回成

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领域，

降低公共产品服务费用。 

（二）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一般来说，正常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阶段性和可控性，调节这类收入差距的

政策手段也比较明确，发达国家的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在正常市

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加以改善或者说解决的。当

然，缩小收入差距既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需要考虑我国的制度特点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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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当前税收

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不足局面，一方面需要尽快征收财产持有环节的税种，例如房产税和遗产

税等，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从分类征收转变为按家庭综合所得征收个人

所得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按收入来源分类征收的制度，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

经过几次调整后已经提高到 3500 元/月，但由于各项所得适应税率不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

那些收入来源渠道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总能够想到办法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

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必然会多纳税，从而造成工薪收入税负过重，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力，其

结果，个人所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工薪税。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工薪劳动者收入水平增

长相对缓慢、劳动报酬占 GDP 份额较低的情况下，相对过重的工薪收入税收负担不仅使个

人所得税难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格局中

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个人所得税大都是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综合所

得税制度。据不完全统计（贾康、梁季为，2012），在 110 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或地区

中，有 87 个国家（地区）先后采用了综合税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

家，1799 年开始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1909 年改革所得税征收办法，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

合征收。美国 1913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税制。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

家也都实施综合税制。所以，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来看，亟待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

制度，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再分

配作用不足，也是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再分配手段，也会影响

到经济增长的活力。从国际上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俾斯麦体系。这

一体系的特点是需要个人缴费并强调待遇与缴费挂钩，但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较差。采用

这一体系的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另一类是贝弗里奇体系，

这一体系不强调收入与缴费挂钩，旨在提供一种基本水平的社会保护。它强调社会公平，具

有相对更强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包括如英国、丹麦、荷兰、瑞士等。中国

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俾斯麦体系，也不是贝弗里奇体系，而是上述两类体系的混合体，

其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体现了俾斯麦体系的特点，而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则混

合了俾斯麦体系和贝弗里奇体系的制度设计。由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待遇水平较低，保

障程度不足，总体上来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地体现了俾斯麦体系的特征，所以，其再

分配作用不足主要是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从制度的顶

层设计入手，增强制度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为此，可以考虑在全国推行高龄津贴制度或建立统一的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制度，

改革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和企业年金制，降低俾斯麦式制度的比

重，增强贝弗里奇式制度的作用。 

第三，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外来人口的同等待遇。在当前公共服务提供

中，最大的不公平来自于生活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人被区分为不同身份而差别对

待，其中那些已经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村人口是遭受不公对待的主要群体。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 2.2 亿，其中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

员。这些流动人口离开农村后，实际上就脱离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但流入地的公

共服务和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又以是否拥有当地户口为准入条件，从而造成了流动人口被排斥

在流入地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形成了所谓“半城市化”的格局。按照常住人口来看，

目前城镇化率已超过 50%，但如果按照户籍来看，具有非农业户口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仅

为 35%，二者相差 1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大约 1.5 亿左右离开户籍地的农村人口无法和

流入地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由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在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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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甚至不断发生外来人口和当地户籍人口的群体冲突事件。因此，加快实现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其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城市或地区的外来人口纳入到当地的公共服务

体系中去，这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

要。为此，国家可以考虑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托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完善居住证制度，一个人只要在城市有稳定住宿和工作，并居住超过一定年限，就应该享受

到和城里人相同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住房等待遇。 

通过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以及加快实现公共服

务均等化，我国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中国也能够建立起像西

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再分配调整机制，收入差距将会大大缩小，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基本上就可

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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